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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05758590]摘要：基于我国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随企业规模质量水平而变化，并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以此来比较分析这种影响的地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以企业规模质量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并且这种门槛效应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对于全国省份和中西部省份具有双门槛效应，对于东部省份具有单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在新时期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和指导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提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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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05760077]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20, the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was adopt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scale quality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with the enterprise scale quality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s. Further, the provinces in China was divided into two regions: the east provinces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has a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 and this threshold effect has certain regional differences, with enterprise scale quality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It has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for the national provinces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and a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for the eastern provinces. The conclusion provides new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to allocate resources more reasonably and efficiently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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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高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尽管历经几十年的大力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成就，但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就全国范围来看，高技术
产业创新效率总体偏低，并且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些都是制约我国高技术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了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我国政府投入的研发补贴逐年加大，2010年高技术产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是78.42亿元，到2020年已经达到264.29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3.7%。
[bookmark: _Hlk90847554]但是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既存在激励效应也存在挤出效应，政府补贴的作用效果可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1]。然而已有关于政府补贴和创新效率的研究中很少有考虑企业规模质量的影响。企业规模质量，不是简单的对于企业规模的定量描述，更注重企业的发展“质量”，通过对规模阈值的突破实现企业规模变化从而实现企业持续创新[2]。在不同的企业规模质量水平下，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可能会有较大差异。因此本研究基于全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以企业规模质量为门槛变量时，在不同企业规模质量水平下，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具体作用规律，并在空间上就全国、东部和中西部等不同区域，通过构建不同的面板门槛模型比较分析其中的地域异质性。
1  文献综述与机理分析
1.1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现有关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文献主要涉及以下两部分：一部分针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率的评价研究，Chen等[3]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8个省区的高新技术产业效率进行分析与评价。刘凤朝等[4]利用两阶段网络DEA模型对东北三省不同产业间创新效率进行测度。陈凯华等[5]应用强化的Russell效率测度模型与单因素效率测度模型研究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各细分产业研发创新活动的过程绩效，认为多数产业处于“高产出、低效益”的不良发展趋势。另一部分关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张同斌等[6]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地区间高技术产业知识溢出、协同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东部地区中心及外围城市具有资源共享的优势，中部和西部由于缺乏“政产学研”合作机制，尚未形成良好的创新协同合作机制。桂黄宝[7]通过构建空间计量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地理邻近性、企业规模、劳动力、对外开放水平、资本投入和政府支持等因素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1.2 企业规模与创新效率
很多文献对于企业规模的度量存在不足，仅从企业R&D投入角度考虑[8]，缺乏考虑由企业规模变化而造成企业内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9-11]。近年来，部分学者从突破企业规模阈值的视角，从“质”的动态角度分析企业规模，并将其与产业创新升级相关联。李宇等[2]基于企业规模阈值跃迁机理引入和界定企业规模质量概念，同时构建其基本测量维度。企业规模的扩展不仅包括企业R&D投入的增加还包括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12]，企业规模“质量”低下具体表现为随着不断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企业内部管理失效，结构冗余，投入产出不对称等[10]。
现有以企业规模作为影响因素探讨其与创新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颇为丰富，但对于何种企业规模作用机制最有效，国内外学者间的结论存在差异。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假说提出以来，学术界研究结论大体分为“大企业创新发展优势论”和“小企业创新发展优势论”两类。近年来在新经济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学者不断深入研究创新源的积累性，部分学者提出企业规模与创新水平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企业规模质量与创新效率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王旭等[13]认为大规模企业拥有多样化的资金支持方式，在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等方面有优势。Simonen J和Mccann P[14]认为小规模企业比大规模企业更具有创新性，创新激励机制更灵活，简单的企业结构在避免形成官僚体制的同时使得企业内部合作更有效。夏靓莹等[15]认为扩大企业规模不利于企业家管理，逆向验证了企业规模和创新效率负相关关系。
1.3 政府补贴与创新效率
政府补贴和创新效率的关系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促进作用，范允奇等[16]认为政府R&D补贴有助于正向调节腐败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Yam等[17]认为政府主要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两种方式从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激励企业研发创新。Giusy[18]认为政府倾向于补贴杠杆企业。二是抑制作用，徐敏等[19]认为长江经济带市场资本相对完善，政府补贴作为干预手段，易加剧产业间恶性竞争。戴一鑫等[20]认为研发补贴与国企和民企创新绩效之间分别产生“研发补贴诅咒效应”和“低创新倾向效应”，从而对创新效率的提升均形成抑制效应。三是非线性作用，康志勇[21]认为只有科技创新资助处于合适规模区间才有益于企业新产品创新。张帆等[22]认为政府R&D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双拐点的“倒U型”关系。
综上，从影响因素角度看，当前鲜有针对政府补贴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企业规模质量影响的研究。从空间地理角度看，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做实证分析，缺乏验证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就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全国、东部和中西部等不同范围，运用非径向（Non-Oriented）和规模报酬可变（VRS）条件下的超效率SBM模型评价各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企业规模质量作为门槛变量研究政府补贴、企业规模质量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一些缺点。
1.4 研究机理
高技术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和外部性容易造成市场失灵，为政府介入提供了理论基础。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如下，一方面是积极影响：（1）政府补贴作为高技术企业创新研发的资金投入，有效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从而降低企业创新活动的经济风险。（2）高技术企业常因信息不对称而受到融资约束，而政府补贴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可以给外界释放积极信号，有效缓解该局面。（3）企业在研发活动的初期往往需要将大部分政府补贴用作大量引进高素质人才、先进技术设备、高水平研发技术等，而这些活动具有一定集聚和溢出效应，长远角度来看反而会降低创新成本。另一方面是消极影响：（1）存在挤出效应。企业过分依赖于政府补贴，减少企业自有投资和其他外部研发资金，此外，受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企业会减少投资创新资源成本高的研发活动，而将政府补贴另作他用。（2）存在逆向选择扭曲企业行为。企业以完成政府考核绩效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从实质上提高创新效率。企业为获得更多政府补贴，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削弱企业研发创新动机。（3）补贴对象不合理造成创新资源的浪费。政府补贴“偏国有化”，国有制企业较民营企业更易获得政府补贴，并且政府和企业之间可能会存在信息不透明的现象，部分企业通过造假的方式获得政府补贴，造成资金错配，严重抑制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
企业规模质量定义为促进处在不同技术创新阶段的企业规模改善，常用来描述由企业规模引起的企业内部组织关系和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以突破企业规模阈值作为企业规模的升级标准，规模阈值的突破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突破积累阈值，此阶段企业集中程度差，难以保证创新资源集聚，创新产出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因此需要不断加大对R&D的投入，发挥创新的积累效应。二是突破改善阈值，企业此时人才引进机制完善，新产品销售收入处于领先水平，但对核心技术掌握不足，因此对于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是改善R&D投入的使用效率以及增加非R&D投入，即提升引进及消化吸收先进技术能力。三是突破回归阈值，处于此阶段的企业，其技术的市场价值开发殆尽，遇到技术的发展瓶颈，为发挥回归效应，使企业创新轨道回归到前两种规模阈值待突破的阶段，应积极开展知识富集的创新活动，将传统产业和先进产业融合或以新思路蕴蓄知识能量形成“二次创新”。
2  研究设计
2.1模型设定
首先，运用动态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其优点是考虑了变量的动态变化过程，增加了水平方程参与估计，修正了偏差估计的标准误差，提高了估计的精度。模型构建如下：
              （1）

式（1）中，i和t分别表示样本个体和样本时间；表示被解释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为常数项；X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表示个体效应；表示误差项。
其次，参考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23]，设定门槛模型基本方程如下：

                                                              (2)
式（2）中，为门槛值；I（·）为指示性函数，满足门槛效应时取1，否则取0。
2.3 数据来源
数据样本是2010-2020年中国大陆28个省份（不包括西藏、新疆、青海）的面板数据。参照之前官方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本文将所研究的28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东部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份（直辖市）。中西部区域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和广西等17个省份。数据主要来自于历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鉴于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比性、可得性原则，为消除价格因素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新产品销售收入、国外技术引进经费支出、国内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价格调整，对流量数据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本化处理。
2.4 变量选取
2.4.1被解释变量
选择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出的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投入端和产出端相结合构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创新投入指标
	人员投入
	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资金投入
	R&D经费内部支出存量（万元）

	创新产出指标
	技术产出
	申请专利数（项）

	
	经济产出
	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1）投入端
研发创新活动投入通常包括人员和资金两方面的投入。人员有效保障高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选取R&D人员全时当量衡量人员投入，即全时工作人员和非全时工作人员将工作量按全时进行折算后加总数。用R&D经费内部支出衡量研发活动资金投入，R&D经费内部支出包括科研项目直接费用以及管理和服务等间接费用。资金投入的创新产出通常具有时滞性，不仅局限于当期，故本文选取R&D经费内部支出存量衡量资金投入，参考谢子远[24]的做法，利用永续盘存法将R&D经费内部支出转化为资本存量。具体如下：
                          （3）
式（3）中，δ代表经费折旧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设为15%；代表t-1年折现后的经费投入；代表t-1年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存量；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存量初期值为，其中，g代表R&D经费内部支出的年均增长率，研发经费指数采用李作志等[25]的构建方法：研发经费指数=固定资产投资指数*46%+居民价格消费指数*54%。
（2）产出端
高技术产业产出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知识和技术的产出，专利作为该阶段的研究成果的通用指标，本研究采用申请专利数表征创新产出水平。第二阶段为将知识和技术转换为新产品或赋予市场价值，通常以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效益。
2.4.2核心解释变量
政府补贴。借鉴周珊珊等[26]的做法，选用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所占比值来衡量政府补贴情况。
2.4.3门槛变量
企业规模质量。为准确衡量企业规模质量水平，借鉴李宇[2]对企业规模质量概念的界定及测量维度，从R&D投入、非R&D投入、知识能量三个维度选取11个指标构建企业规模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与企业规模质量相关的11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每年提取3个主成分因子，要求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85%，在此基础上利用回归法估计得分系数，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由此得到企业规模质量综合得分。为避免负值的出现，将企业规模质量综合得分均进行加1处理。
表2 企业规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元素
	指标

	R&D投入
	基础研究
	R&D人员（人）

	
	应用研究
	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实验与发展
	新产品开发经费（万元）

	非R&D投入
	技术引进
	技术引进及经费支出（万元）

	
	技术转化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万元）

	
	技术市场化
	消化及吸收经费支出（万元）

	知识能量
	知识解码
	机构经费支出（万元）

	
	知识获取
	进口贸易额（百万美元）

	
	知识存储
	有效发明专利数（件）

	
	知识流通
	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



2.4.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人员素质、市场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化水平、金融集聚度作为控制变量，如表3所示。大量研究已经证实，高素质人才规模可以直接影响某地区的创新发展，本文用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的比重来衡量人员素质水平[27]；市场开放程度参考廖福崇[28]的做法，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水平可以反映某地区各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和协调程度，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值来表征[29-30]；金融集聚度反映地区金融信息沟通速度和资金流动效率，借鉴已有文献[31]采用区位熵测度金融集聚程度。区位熵大于1时说明资金集聚效果明显，资金聚拢能力强。区位熵小于1说明金融集聚能力弱，不方便资源共享。具体公式如下:
                      （4）
（4）中，Aggit、Finit和Gdpit分别表示i地区t时期的金融业集聚度、金融业增加值和国民生产总值，Fint和Gdpt分别表示t时期的全国金融业增加值和国民生产总值。
表3 变量名称及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测度

	被解释变量
	创新效率
	Eff
	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出的综合创新效率

	核心解释变量
	政府补贴
	Gov
	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

	门槛变量
	企业规模质量
	Scale
	因子分析法提取3个主成分因子计算综合得分

	控制变量
	人员素质
	Worker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的比重

	
	市场开放程度
	Open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值

	
	产业结构水平
	Stru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值

	
	金融集聚度
	Fin
	区位熵


3实证分析
[bookmark: _Hlk105752143]3.1 GMM模型实证结果
基于公式（1）GMM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核心解释变量政府补贴（Gov）的估计值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人员素质（Worker）、市场开放程度（Open）、产业结构水平（Stru）和金融集聚度（Fin）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也表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该模型的实证结果通过了Arellano-Bond序列相关检验Hansen检验和F检验，表明GMM模型的设置有效。
表4 GMM模型估计
	变量
	GMM
	变量
	GMM

	Effit-1
	0.341***
（3.019）
	Fin
	0.197*
（2.087）

	Gov
	1.145***
（5.673）
	Cons
	0.687*
（3.024）

	[bookmark: _Hlk105753471]Worker
	0.361***
（2.951）
	AR(2)
	0.235
[0.724]

	[bookmark: _Hlk105753506]Open
	0.519***
（5.241）
	Hansen
	24.645
[0.174]

	Stru
	0.425***
（3.259）
	F
	30.250
[≤0.01]


注：1）***，**，* 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2）圆括号内为t值统计量；3）方括号内为相关检验的P值
[bookmark: _Hlk105748832]3.2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结果
[bookmark: _Hlk105755562]为进一步验证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随企业规模质量水平而变化，对此将根据面板门槛模型的实施步骤进行实证检验。先采用Bootstrap重复自抽样方法确定是否存在门限效应，若存在，再进一步确定门槛值个数和阈值，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当以企业规模质量为门槛变量时，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且在全国省份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东部省份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中西部省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6列出了对应的门槛回归估计值和95%的置信区间。
表5 门槛显著性检验
	地区
	模型
	F值
	P值
	BS次数
	临界值

	
	
	
	
	
	1%
	5%
	10%

	全国省份
	双重门槛
	20.29***
	0.007
	300
	18.969
	14.943
	12.439

	东部省份
	单一门槛
	11.79***
	0.009
	300
	10.128
	8.626
	6.452

	中西部省份
	双重门槛
	34.17**
	0.034
	300
	45.818
	29.942
	17.431


表6 门槛估计值及置信区间
	地区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全国省份
	0.700
	[0.700,0.869]

	
	0.880
	[0.700,1.670]

	东部省份
	0.950
	[0.939,1.894]

	中西部省份
	0.300
	[0.258,0.357]

	
	0.712
	[0.546,0.722]


基于门槛存在性检验结果，以企业规模质量为门槛变量，根据公式（2）实施门槛回归分析。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1）（2）（3）为对应不同企业规模质量区间的面板门槛模型，在不同企业规模质量影响下，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且表现出区域差异性。
表7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bookmark: _Hlk90501920]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全国省份
	东部省份
	中西部省份

	Gov(scale≤0.300)
	1.817***
（6.770）
	
	

	Gov(0.300<scale≤0.712)
	0.946***
（5.880）
	
	

	Gov(scale>0.712)
	0.352**
（4.060）
	
	

	Gov(scale≤0.950)
	
	0.453***
（6.040）
	

	Gov(scale>0.950)
	
	-0.278**
（-6.770）
	

	Gov(scale≤0.700)
	
	
	1.647***
（3.770）

	Gov(0.700<scale≤0.880)
	
	
	0.757***
（5.880）

	Gov(scale>0.880)
	
	
	0.152**
（4.060）

	Worker
	0.437***
（2.860）
	0.519***
（2.400）
	0.132**
（3.250）

	Open
	0.873***
（6.340）
	0.298***
（5.570）
	0.466***
（4.523）

	Stru
	0.473***
（2.423）
	0.895***
（3.670）
	0.294***
（3.640）

	Fin
	-0.375
（-1.040）
	0.428*
（2.120）
	-0.213
（-1.830）

	Cons
	0.325*
（1.940）
	-7.452
（-1.25）
	2.378**
（3.25）

	R2
	0.621
	0.573
	0.525


注：1）***，**，* 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为t值统计量
[bookmark: _Hlk105679324]在全国层面，从模型（1）中可以观察到，当企业规模质量低于门槛值0.300时，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作用，政府补贴的估计系数为1.817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当企业规模处在0.300和0.712之间以及当企业规模大于0.712时，政府补贴系数也都显著为正而且随着门槛阈值的提高系数明显减小。在东部区域层面，从模型（2）中可以观察到，企业规模质量具有单门槛值0.950，当企业规模质量低于门槛值时，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当企业规模质量跨过门槛值后，政府补贴的系数估计值为-0.278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在东部区域随着高技术企业规模质量的提高，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起到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在中西部区域层面，从模型（3）中可以观察到，当企业规模质量未达到0.700时，政府补贴的系数估计值为0.647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企业规模质量在0.700与0.880之间时，政府补贴的估计系数升至1.257且显著；在企业规模质量跨过0.880后，政府补贴的估计系数降至0.152，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中西部区域随着高技术企业规模质量的提高，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对于控制变量，不管是在全国省份、东部省份还是中西部省份，人员素质、市场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水平对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与上述几个控制变量不同，对于不同的区域，金融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全国和中西部省份来说，金融集聚对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但对于东部省份来说金融集聚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3 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_Hlk105772217]为了进一步检验门槛效应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Wu等人[32]的稳健性检验方法，面板门槛模型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添加虚拟变量，这在结构上类似于交叉项模型，其中面板门槛模型可以准确地获得结构变化点，而交叉项不能。下面的模型是假设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然后引入政府补贴（Gov）的二次项。
 （5）
在公式（5）中，各变量的含义与前文保持一致，可以得到对的边际效应：
                         （6）
验证结果如表8所示，表明GMM模型估计结果是合理有效的。模型中的二次项系数和一次项系数均显著，验证了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进一步证实了门槛效应结果的稳健性。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GMM
	变量
	GMM

	
	0.417*
（2.06）
	AR(2)
	-0.591
[0.524]

	
	−4.56E−08***
（-1.673）
	Hansen
	21.211
[0.143]

	
	0.0001*
（1.951）
	F
	9.530
[≤0.001]

	
	Control
	-
	-


注：1）***，**，* 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2）圆括号内为t值统计量；3）方括号内为相关检验的P值
4  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2010年—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在以企业规模质量为门槛变量时，政府补贴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当以企业规模质量为门槛变量时，政府补贴、企业规模质量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第二，对于不同的地区门槛效应的程度存在差异，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具有双门槛效应，东部地区具有单门槛效应。第三，在不同企业规模质量区间内，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不同。对于全国省份，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企业规模质量阈值的提高作用效果递减。对于东部省份，随着企业规模质量阈值的提高，政府补贴的影响效果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特征。对于中西部省份，随着企业规模质量阈值的提高，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效果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特征。
基于上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政府不能只是简单地“一刀切式”地提高对企业的补贴数量，而忽视企业规模对补贴效果的限制。其次，政府应提高补贴的精准度，针对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规模的企业实施差异化动态化的补贴策略，从而提高政府补贴的效率。最后，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政府除了对企业进行补贴之外，也要关注其他因素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诸如对本地区从业人员素质、产业结构和市场开放成度等方面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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